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115

权
力
的
象
征
与
延
伸—

—

读
李
水
城
《
耀
武
扬
威
：
权
杖
源
流
考
》

  NO.1   2023  TOTAL  227

摘要：权杖是世界古代文明中权力的表达和象征物，在考古发现中多以各种质地
的杖头呈现。通过对李水城教授所著《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一书的介绍，对中国
各地出土的杖头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评述，探讨哪些属于代表权力、等级、威仪等含义
的“权杖”，而哪些可能与之无关。其中，较确凿与神权、王权有关的“权杖”应属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杖体，此外羊甫头墓地 M113 随葬的人形铜首木杖也可
能与“权杖”相关。考虑到三星堆和羊甫头都处在青铜时代“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上的地理区位，中国西南地区出现的“权杖”这一文化现象或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关。
而云南青铜时代滇文化墓葬中出土的“杖头铜饰”与斯基泰文化中的杖头铜饰“器形
相近、用途相同”，为理解外来文化中的“权杖”可能流传进入中国的途径提供了线索，
或可由此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代和更为广阔的地域，来进一步考察由权杖所带来的东
西方文化交流的若干片断。

关键词：权杖头；中外文化交流；社会威仪器物

Abstract：Scepter is the expression and symbol of power in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the 
world. I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t often appears as the head of a staff of various material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Professor Li Shuicheng's book The Origin and Dispersal of Mace-
Scepter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taff heads unearthed in various parts of China and related issues, 
and tries to distinguish the mace-scepters representing power, rank, authority etc., from those 
irrelevant. Among them, gold scepter body unearthed from the No.1 sacrificial pit of Sanxingdui 
is conclusively related to divine right and kingship, and the wooden scepter with human-shaped 
copper head buried in the Yangfutou Cemetery M113 may also be related to "scepter". Considering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Sanxingdui and Yangfutou on the "half-moon cultural transmission 
belt in border areas" of the Bronze Age, the appearance of "scepter" in southwest China may 
be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ultures. The bronze staff head 
ornaments excavated from the Bronze Age Dian Culture burials in Yunnan are similar in shape and 
use with those of Scythian Culture, which provides clues to the transmission route of the scepter of 
foreign cultures into China,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to trace back to a longer time span and a wider 
geographic scope, thereby further examining some fragments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Key Words：Heads of scepters,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ultures, 

Artifacts of social authority

霍　巍（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权力的象征与延伸
——读李水城《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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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人们常常还会说一句对于权威、

权力、权势表达反对意愿的话：“我（或者我

们）是不会围着你的指挥棒转的！”——至于什

么是“指挥棒”，大概连小孩子也都知道，那就

是警察叔叔手中的那根棒子，它可以在车流人海

中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人们的起止行动全

都得听从这根棒子的指挥，否则大街上就会人仰

马翻全乱了套。

那么，为什么警察手中会是拿根棒子，而

不是大刀、手枪之类更具威力的实用性武器呢？

这根棒子，显然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体现着权

力、威仪、崇信等人类社会的精神象征。李水城

教授新作《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1］中所介

绍的东西方考古发现的“权杖”，就是这类遗物

之一。

权杖在西方古代文明中较为常见，英文称

之为“Mace”或“Scepter”， 一般认为其早期

的功能可能是工具或兵器，具有实际的击打功

能，既可用于狩猎劳作，也可用作兵器或防身的

武器，后来逐渐衍生为一种特殊的礼仪性仪仗用

具，并被附加以神圣的属性，成为象征王权、身

份与等级地位的手持器具。考古发现的权杖既

有本体性的实物，也有帝王、国君、部落酋长、

军事首领、宗教祭司、长老以及精英贵族等人物

手执权杖的图像。权杖的实物通常由器柄和权杖

头两部分组成，器柄多为木质，大多难以保存下

来，当然也有少数是用石质或黄金之类的贵重金

属做成。而权杖头则多为石质或各种金属制作，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绝大部分权杖的遗存物，都

是各种材质、各种样式的权杖头。

李水城教授的这部新著，就是从世界各地

权杖头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开始的。资料丰宏，

是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历时近20年的漫长过

程中，他奔走于世界各地的大学、博物馆和图书

馆，收集来自中国、西亚、中亚、南亚、北亚、

北非、欧洲、美洲和大洋州从史前时代到各个历

史时期考古出土或传世的权杖头，并对这些权

杖头进行了全面的介绍，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蕞

尔小物”背后宏大的历史背景和丰富多彩的历史 

叙事。

从考古发现来看，世界上出土的最早权杖头

属西亚前陶新石器时代，李水城甚至认为“其源

头很可能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西亚的安纳

托利亚地区曾出土多件前陶新石器时代的石棒权

杖和权杖头，其中在哥贝克力丘巨石阵（G bekli 

Tepe）遗址中发掘出土的1件迄今为止所知年代

最早的权杖，距今年代已达10000年。这件权杖

残存着上半部，石棒顶端雕凿出抽象的鸟首（图

一∶2）。由于该遗址中还有同类器物出土（图

一∶1），可以通过比较复其原貌。器物器形均

较短小，整体雕成抽象人形，下部拉长的肢体可

为抓握的器柄，表面经过打磨，显得十分光滑。

这个巨石阵被认为是迄今世界上所见最古老的史

前巨石阵，推测当时此地曾居住过一个有着上千

狩猎者的部落。如果这些石制的带柄器物可以认

定为代表某种神秘力量的“权杖”，那么，这也

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人类社会形态复杂化的地区。

图一　哥贝克力丘巨石阵（G bekli Tepe）遗址出土权杖

（采自《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第 58页）

随后，这种石质权杖不断发展演变，不仅流

行地域不断扩大，而且自身形态也在不断演化。

随着世界各地金属器的制作与流行，权杖头也开

始使用青铜、黄金等贵重金属制造，形态更是日

趋多样化，出现了鸟首、人首、兽首、几何形

首等多种样式。除权杖头以外，李水城还收集了

大量西方古代文明美术作品中使用权杖的图像，

形象而生动地展现了西方世界帝王、君主手中执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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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杖、以杖倾权的历史画卷（图二），从而令

人深切领悟到权杖在西方文明中所具有的特殊 

意义。

然而，在这条主流之下，是否也还有过一些“暗

流”的潜行和涌动？

李水城通过对我国西北、中原、西南和北

方长城地带考古遗存的细心梳理，发现了不少可

能与西方“权杖头”相关的器物，并且还观察总

结出这样一个规律：“中国境内发现权杖（头）

的地区主要有三个：一是西北地区，由此延及中

原内地；一是北方长城沿线；一是西南地区的云

南。从出土数量看，以西北地区和北方长城沿线

最多，云南所见不多。从出土时间看，也是西北

地区和北方长城沿线早，云南晚。”我推测，李

水城的言外之意，是否试图以此作为西方的权杖

（头）从西北和长城沿线传播到我国内陆的一个

旁证？根据考古材料提出这样的思考，重新审视

“权杖”这一具有重要社会标志性意义的器物是

否也曾在古老的中华文明体系中出现过？这是值

得深入探索的。

目前最为迫切的问题，是要从这些外形与

西方的权杖头极为相似的出土器物中，确认哪些

的确属于代表权力、等级、威仪等含义的“权

杖”，而哪些可能与之无关。就我个人观察，早

在商代晚期，中国西南地区就出现过较为明确的

代表权力、等级、身份的“权杖”，最典型的例

子即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的1件

黄金杖体。这件器物系用金条拓展成的金箔包裹

在木芯外层而成形，残长约150厘米，杖体上端

保存着阴线刻成的纹饰图案，一端为并列的三

个头戴宝冠、耳佩大环的人头像，另一端有两组

纹饰相同的图案，各由一支箭、一只鸟、一条鱼组

成，其神秘的含义令人寻味（图三）［2］。由于这

件金器出土于具有浓厚祭祀色彩的器物坑中，将

图二　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浮雕上手执权杖的形象

（采自《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第 208页）

这部新著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作者立足中

外文化交流互鉴，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宽广的学

术视野观察注意到东亚、中国等地发现的不同时

期可能与“权杖头”有关的遗物，这恰恰是过去

中国考古学界所忽略的一个重要话题，从一个独

特的角度引起我们对中西方古代制度文明的比较

和思考。

与西方文明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古代从

新石器时代开始，已经孕育、产生出一套以礼

玉、青铜礼器等代表和象征权力与等级制度，反

映社会阶级分化的所谓“礼制”。这套礼制在中

原地区定型之后，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并

为其他希望“入主中原”的各周边族群所遵从。

图三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金杖上的图案

（采自《三星堆祭祀坑》，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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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认定为与三星堆神权、王权有关，代表权力、

威仪和等级的“权杖”或者“神杖”“王杖”，

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直至汉代，中国西南地区都仍然保留着使

用“权杖”的古老传统。例如，属于云南“滇文

化”的昆明羊甫头墓地中，就出土过1件很可能

与“权杖”有关的仪仗器物。羊甫头墓地中，有

一座规模最大的墓葬M113，墓中出土1件人形首

的铜杖，杖头饰为铜质，是一个跪坐在鼓上的妇

人形象，身体前倾，头上结髻，双手垂立。十分

难得的是，铜杖头之下，还保存着一段绘彩的木

质杖体，其上分段绘有几何形编织纹样，中髹红

漆，残长44厘米（图四∶1）。和这件铜首木杖同

时出土的，还有一组明显具有仪仗性质的器物，

且往往成对出土，分别有鱼形杖头饰、无齿和

带齿的狼牙棒、矛形仪仗器、叉形仪仗器等（图

四∶2～8）。多件器物都还带有保存较为完好的

木质杖体，可以让我们观察到伴随这位墓主人入

葬的是这组明显具有礼仪性质的仪仗用具，这在

中国考古学史上是一个非常可贵的案例［3］。

如果再细致地观察和分析以上例子，有几

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这组仪仗器物多不

具备实战功能。如狼牙棒有的无齿，矛、叉等甚

至没有开锋，并无杀伤力。那件上面为跪坐在铜

鼓上的妇人像杖首，下面直接连接着杖体，更

是表明其仅能作为仪仗器物，而非实战兵器。第

二，M113是整个羊甫头墓地中地位和等级较高

的一座墓葬，据发掘者观察，该墓出土的类似仪

仗器物从不见于小型墓葬，即使是在大墓中也仅

偶见，因此具有特殊意义。第三，这座墓的年代

约处在西汉初年至公元前109年，从随葬器物观

察，该墓为夫妻合葬墓，在腰坑内发现有随葬的

人头骨，由此推测可能存在人殉的现象，死者的

身份等级应为“滇文化”中的高等级贵族。

综上分析，将M113出土的这件带有人形铜

首的木杖确定为“权杖”，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它出土于滇文化高等级贵族墓葬，又与一组仪仗

类器物伴出，其礼仪性质显而易见。如果这一推

测无误，就可以引出更深层次的一些思考。从四

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金杖，到云南昆

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铜首权杖，都表明我国西南

地区始终存在着与中原文化“礼制”相互补充的

另一种权力表达方式。目前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

物所具有的强烈地域性特点及其可能与周边其他

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

视，对其源流演变正在进行深入的研讨。而羊甫

头墓地M113的年代正好处于汉帝国势力进入滇

王国地区之前。《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元

封二年（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

靡莫，以兵临滇。……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

王印，复长其民。”［4］这座大型墓地中并未出

土后期墓葬中常见的汉式环首铁刀等带有中原文

化色彩的铁器，可见尚处于“滇文化”或者滇王

国“自大”时期，而在其土著文化系统当中确有

“权杖”的流行。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中国西南地区出

现“权杖”这一文化现象呢？它是外来文化影响

的产物，还是中国西南地区固有之文化传统？虽

然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来回应这个问题，但如果

考虑到三星堆和羊甫头都处在青铜时代中国西南

“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的地理区位，外来

文化因素影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早年已有国

内外学者论及云南青铜时代曾受到欧亚草原游

牧文化影响［5］，并且提到在这些欧亚草原文化

因素中，就包括云南青铜文化墓葬中出土的“杖

头铜饰”在内，将其与“斯基泰文化”中出土的

杖头铜饰相比较，认为二者“器形相近、用途相

同”。研究者认为，云南青铜时代的此类器物

“即在一根木杖的上端，另装有铜铸的人物圆雕

饰件。这些木杖的确切用途不详，也许是象征权

利的所谓‘权杖’，或许是不同部落的标志”。

同时还透露，这类杖头铜饰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墓

葬中共发现27件，饰物的上端有牛、鹿、兔、孔

雀、鹰、蛇、牛头、女俑等圆雕物，下端有直径

2～4厘米的圆形銎，两侧有对称的小孔，以固定

木杖。另在江川李家山也出土过7件杖头铜饰，

上端也圆雕有女俑、吹葫芦笙俑、牛和牛头等，

尤其还注意到“下端的圆形銎中，多残留木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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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云南昆明羊甫头 M113 出土的一组仪仗器物（部分）

1. 人形铜杖（M113 ∶ 2）　2、3. 鱼形杖头（M113 ∶ 79-2、M113 ∶ 79-1）　4. 无齿狼牙棒（M113 ∶ 291）　5. 带
齿狼牙棒（M113∶ 88-2）　6.矛形仪仗器（M113∶ 87）　7.叉形仪仗器（M113∶ 83）　8.双钺形仪仗器（M113∶ 154）

（采自《昆明羊甫头墓地》，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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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物”［6］，这与上述羊甫头M113出土的木柄

铜人首权杖的情况相似。事实上，这类木杖的性

质无论是象征权力的“权杖”，还是“不同部落

的标志”，都已经超越了实用兵器或工具的功

能，而是具有某种精神象征意义、并为社会大众

所共同认同和服膺的标识，从这个意义而言，将

其理解为广义上的“权杖”也未必不可。

上述云南青铜时代滇文化墓葬中出土的这

些“杖头铜饰”，对于我们理解外来文化中的

“权杖”可能流传进入中国的途径，无疑提供了

一些颇具参考意义的线索。或许我们可以由此追

溯到更为久远的时代和更为广阔的地域，来进一

步考察由“权杖”所带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若

干片断。李水城在这部新作中所提供给我们的极

其丰富的考古资料，为将来进一步开展不同文明

之间的比较研究，展现出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如 

同杨泓所言，通过对权杖的研究，可以总结出华

夏文明对外来文化是如何“取舍有度、伸缩自

如”［7］。因此，李水城的这部新著从考古学研

究的独特视角，为我们开启了一扇观察世界、认

识不同文明之间交往、交流与互鉴的窗户，遗形

取神，透物见人，以小见大，以微观著，其深远

的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相信会越来越被人们所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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